WTO与国际法

WTO与国际法

赵维田*
    一、WTO是个三位一体的概念

    从国际法上说，WTO本身包含两种三位一体的因素。

    首先，和用“GATT”（关贸总协定）的缩写来表示的意思一样，人们用WTO所表示的内容，从其功能上说，有三个：一个国际组织，一套世界贸易的法典，一种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Forum）。尤其值得指出，通常说的“入世”，明确含有加入这套世界贸易法典的含义，而该法典是由《建立WTO协定》（有人称之为mimi-charter，小宪章）牵头，而把货物贸易（GATT1994）、服务贸易（GATS）和知识产权贸易（TRIPS），以及解决争端机制等几大块国际条约群列为其《附件》的多边条约群（汉译本达50多万字），从而构成今天的规范世界多边贸易的法律体系。这就是说，通常在说到WTO时，其基本内涵，指的上述三位一体的概念，决不可片面而简单地只看作一个国际组织，甚至一会儿为强调的它的重要性，就说它是“经济联合国”，一会儿又贬低说是个“作用十分有限”的国际组织，自相矛盾。这里要强调指出，尤其不可低估了一旦我国入世，WTO这一整套法律规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其次，WTO这套多边贸易体制，从其构成说，包含了外交（政治）、贸易和法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在WTO中，外交占有重要位置。我国从“复关”到“入世”的坎坷经历到中美就我国“入世”达成协议，都明显贯穿着外交这条线。WTO的具体法律规则中包含着不少外交妥协因素。例如，GATT的例外条款众多，而在实际运行中，又给了贸易超级大国以“解脱 ”（农产品和纺织品）遵守GATT规则的“义务”。使农产品贸易游离于GATT规则之外。凡此等等，都可察觉外交因素的存在。从总体上说，政治（外交）对WTO（经贸）的制约作用，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国际贸易这个因素，自不待言。WTO货物贸易的不少条款都是近两个世纪国际贸易交往规则凝结而成的。而WTO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则也是19世纪以来工业产权与版权签订的巴黎和伯尔尼公约等的汇集。这里着重谈谈法律因素。WTO是用国际条约规范世界贸易的，其条款都是用规定各成员方法律义务的方式来表达的。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关于国际法渊源的表述，WTO条约群正是国际法的组在部分。在GATT运行阶段，欧洲人对GATT规则是否是“法”，曾有过异议，但对WTO的规定是法律这点，今天恐怕很少有人再持异议了。在WTO成立后，上诉机关在1995年裁决的第一个案件——“美国汽油案”里，明确地发出呼吁：“不能把GATT与国际公法隔离开”，此后在一系列判例中引用了大量非WTO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学家的著作，来解释阐明WTO规则。应该指出：在WTO颇具特色的解决争端机制里，除传统的协商、调解、斡旋等外交方法外，其核心机制是国际法中常说的“司法解决”，并专门设立上诉机关来复审专家组判案中的“法律问题”，包括对WTO各“涵盖多边协议（条约）的法律解释。这就大大强化了WTO条款的法律约束力。应强调指出：这套法律规则将直接规范各成员方的国内法，深刻影响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法律的优势和特征是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一旦制定，不会轻易变动，稳固可靠；且什么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均可以事先料到。

    通常，为了通俗易懂，我们把WTO的法律规则形象地比喻为“游戏规则”。但这只是个表面性比喻，绝对不可再深一步与游戏规则相比，两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游戏规则是比输赢的，有输家和赢家；而WTO规则的目标是“大家都赢“。GATT的实践是很好证明了这点，没有哪个缔约方因遵守GATT规则而使本国经济受到损害。

二、WTO的“国际经济法”特征

    二战后，国际法突破了它传统地调整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框框，开拓出了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新领域，出现了由哈瓦那宪章、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三根支柱构成的所谓“布列敦丛林体系”（后来哈瓦那宪章夭折，由GATT“临时”支掌了47年，直到WTO）。人们通常把WTO、IMF等称作“国际经济法”，是因为它们与只处理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传统国际法既有共性又有所不同。

首先，WTO从宗旨、整体法律结构到具体规则的合性和根据，是科学的经济理论。例如，WTO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的“贸易自由化”，就是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斯密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而被称作“国际贸易柱石”的最惠国原则，原本体现着“市场竞争，机会均等”的经济规律。有些学者，只从表面看到最惠国“平等相待”一面，便作出推论说它“源于各国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是毫无根据的误解。岂不知最惠国起源的时代，诸如“国家主权”这类概念还没有产生呢。又例如反倾销规则。当初，1910年左右，最早制定反倾销立法的加拿大和美国，工业尚落后，抵挡不住欧洲各国工业品的大批进口和销售，例如德国质量好又价廉的钢铁等，出于一种恐惧心理，用反倾销立法来抵制，以“不公平贸易”作理由，合法地保护本国企业。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我保护（“保障”）措施，并没有什么经济理论根据。这套反倾销立法一直沿用和演变至今，成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法律规则，WTO中一般叫“反倾销守则”。现代经济学证明：所谓“倾销”，不过是一种货物在两个不同市场上用不同价格销售，即“差价销售”，是完全正常和正当的商业行为，不应反对。把它当作“不公平贸易行为”来反对，恰恰人为地制造出真正的不公平贸易，使本国消费者享受不到物美价廉的产品。当然，法律天然具有保守性，对于已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反倾销法，要动大手术，一下子是通不过的。所以我认为现在WTO反倾销守则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条件宽松的保障条款”而继续存在。还有，GATT第12条关于国际收支失衡可引为作数量限制的理由的规则，当年是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Keynes）的理论制定的。后来，经济学界证明凯恩斯的论点是错误的。1979年东京回合专门为此发布了一个《关于国际收支目的采取贸易措施的宣言》，指出：“限制贸易措施并非保持或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手段“。实际上抑止这条规则的使用，乌拉圭回合也就此达成了一个《谅解》。

    其次，对已有的或将要采取的贸易措施和法律规则，恰当与否，成效如何，常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即“成本效益分析法”（Cost-Benefit Analyses）来进行检验和评估，以定取舍。这种分析方法是近些年出现的一门跨法律与经济两个部门的“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新学科创造出来的，一般来说，很实用，很有说服力。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动议，正是80年代初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对GATT当时面临的不少难题进行分析评估，取得令人信服的论据后，才发起的。例如，对当时流行的“灰色区”，他们解剖了两只“麻雀”。一只是美国与日本商人订的《自愿节制汽车出口协议》，日本商人“自愿”承诺每年只向美国出口168万辆汽车，美方答应每辆车加价400美元。据测算，这相当于美向本国消费者加征了43亿美元的消费税，再拱手交给日本商人。另一只是欧共体与日本商人私订的《磁带录音机自愿节制出口协议》，以要欧消费者三年交给日商5亿英磅为代价，换取少对欧出口。由此证明，“灰色区”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蠢事，不仅扭曲了竞争秩序，还损害了本国国民福利。这为乌拉圭回合铲除“灰色区”铺平了道路。

    第三，WTO在解决争端机制上，独具一格，设制了没有“法官”（而叫panel，专家）和法院（而叫DSB，解决争端机关），而实际要履行WTO实际运转中的司法职能，而且突破了联合国国际法院在管辖权问题上的樊篱，实行准自动强制审理案件的体制。对此，我在后面还有论述。

正因为国际经济法的这种特征，国际上研究WTO的人士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经济学有，尤其以国际贸易为对象的经济学家；另一类是法律工作者，国际法学者。在我国情况也是如此，早期研究GATT的汪尧田，后来的薛荣久都是经贸方面的专家人士；法学界也有一批学者，人数相对要少些。但是，为把WTO规则讲透彻，两方面人士都需要取对方所长，补充所缺专业知识。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论，目前国内出版的大量介绍WTO的文章与书籍，大都是经贸界人士撰写的，包括条约的汉译本。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说，其中不够准确、误解、概念上混乱的地方不少。做好“入世”法律准备，首先就要从法律上或从国际法上作出解说，以助于读者和有关方面人士对WTO的法律制度和具体规则有个较正确与全面的认识。

三、用国际法解析WTO规定：几点商榷意见

    WTO条约群规定的国际法规则，是我国入世后应予遵守的。《建立WTO协定》第16条第4款规定：“每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法规（regulatians）与行政程序(aclministrative proeedure)符合[本协定]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因此，对WTO这套规则的准确含义，一定要有清楚的理解。而在我国关于复关与入世发表的许多新闻报导、评介文章和专题论著中，包括最新出版的一批书籍，由于作者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和一般法律的基本知识，出现了少似是而非的误解和模糊乃至混乱的问题。我在过去的论文和著作（包括最近出版的《世界组织（WTO）的法律制度》）中，曾作过一些讨论。现在看来，有些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这里仅就目前流行的说法，提出个人的几点商榷意见。

    1．国际条约法中的“生效”。

    不久前刚看到一个宣讲“入世谈判”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句话：“世界贸易组织1995年成立，其前身是1948年正式开始生效的关贸总协定”。我想，一般人读这句话，会一溜而过，不觉得有何不妥。但从法律视角看来，后半句话明显是错的。因为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1947）从来没有生效。另有一本书在“序”中说，“自从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生效……”，同样不对。因为GATT只是通过签约国里英美等8 国代表签订《GATT临时适用议定书》而临时适用（provisional application）。
这里关键性用词“生效”(entry into force)，在国际法里有重要含义。一个国际条约能否生效，关系到它的存亡。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专门设有“条约的生效与临时适用”一节。在第24条“生效”中说，“条约的生效方式与日期，依该条约的规定或依谈判国的协议”。按惯例，像GATT这样包含整套国际贸易实体法规则的多边条约，起码要经过一定数目的主要贸易国的立法机关（西方为“国会”）批准，才能生效。而GATT第26条关于它生效的条件更邪乎。该规定说，把附件八列表中33个签字方的合计贸易额定为100%，按表中列明的各国所占百分比计算，签约方批准数加起来的贸易额达到85%后，始可于30天后生效。而表中美国与英国的贸易额各占20%。这就是说，只要英美两国一国不批准，就达不到生效所需的85%，GATT就不能生效。后来的情况表明，美国国会不可能批准GATT。尽管当时制定这个第26条生效程序时，并未完全预见到，但实际它给GATT生效打了个死结。

    从法律上说，GATT从来没有，到今天依然没有生效，随着1995年1月1日生效的乌拉圭回合文件而生效的，是“GATT1994”（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即1947年文本经GATT在实践中200多个文件的修改与演化，又经过乌拉圭回合附加给它的6个《谅解》的修订而成。加上乌拉圭回合谈定的12个属旁系性多边协议（如反倾销，农产品、纺织品、保障条款等）的补充就形成的另一个名称的文件，即“货物贸易多边协定”。

    有人会说，这纯粹是咬文嚼字，生效也好，临时适用也罢，只要实际实行就得了。不然，从法律上说，生效与临时适用两者在后果上有重大不同。生效要经过一定数目签约国立法机关的批准，审议批准时该国立法机关自然会把本国法中与该条约规则相冲突的规定，作出修改。临时适用则不然，由于《临时适用议定书》内容一般都只涉及程序性和具体方法调整，只有一定签字国代表（一般为行政部门派的）签署即可实施，不需经过本国立法机关审议。这样，遇到条约规定与原有的本国法有冲突时，该怎么办？GATT《临时适用议定书》规定，遇有冲突优先适用本国法。这就是“祖父条款”。这当然会引起不公平。GATT40余年实践中由“祖父条款”引起的案件有多起。

    2．最惠国问题。

    在我的论文和书里，曾参照当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文件，对“复关”在GATT最惠国条款解说中的混乱思想，作过一些澄清。现在看来，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这里仅对近日见得较多，较为流行的说法，作点补充讨论。

    说法之一：“‘最惠国待遇’是指在货物贸易的关税、费用等方面，一成员给予其他任一成员的优惠和好处，都须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成员”。对于原产于或运往其他成员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惠……都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这种随便用“其他任一成员”或“其他成员”的词语来表达最惠国定义中的第三方，就会引起整个最惠国规则的混乱。简明地说，最惠国指：甲乙两方相约，任何一方若给予第三方更大优惠，这件事本身（ipso facto）就象打开机器开关一样，触动最惠国机制自动运转，把该优惠同样给予对方。因此，现代最惠国模式中表述最惠国第三方的用语是十分清楚明白和标准化的；“任何其他国家(any other country)”。“任何其他国家(country)”中既有WTO成员方，也有非成员方的country（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单独关税区）。为什么非要用“其他任一成员”、“其他成员”来代替“任何其他国家”呢？这样做，极易与该定义中的“所有成员”、“所有其他成员”概念混成一锅粥。既然都是WTO“成员”，那么还有没有“第三方”这个触发最惠国运转的因素呢？把哪种“成员”看作第三方呢？其理论后果堪虞。

说法之二：“‘无条件’是指这种最惠国待遇的实施不得以任何政治或经济要求为先决条件”。这实际上是重覆“复关”讨论中“无条件指不得附加条件”的论点，稍变动一下说法而已。我在书中已指出，“无条件最惠国”的概念源自对美国式“有条件最惠国”的否定。美式“有条件”认为，最惠国受惠方若想获得给惠方给予第三方的优惠，必须“以等量补偿(equivalent compensation)作回报”才能实际得到。这等于给最惠国本应自动运转的内在机制打进一个“条件”的楔子，不满足等量补偿这个“条件”，就不许运转。因此，人们说“有条件最惠国是对最惠国本意的否定”。为拨掉这个“等量补偿”楔子，提出“无条件最惠国”概念。因此“无条件最惠国”概念中的“无条件”（GATT第1条表述使用的标准词为“主即地和无条件地”），是“自动地”的意思，即：给予第三方的任何优惠“这件事本身（ipso facto）就自动地把优惠给予了缔约的另一方（多边条约WTO用词为“所有成员方”）。

    而“指不得附加条件”也好，“指……实施不得以任何……为先决条件”也好，都是把无条件最惠国运转过程中遇到的外部条件和最惠国内有的机制中的“条件”（等量补偿）混为一谈了。就外部条件来说，因为最惠国规则不是习惯国际法，而是约定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约定”就是一个“条件”。加入GATT、WTO都要交“入门费”，在《加入议定书》里有许多当事方应作的承诺，更是“条件”了。更不用说附加诸如“人权记录”等政治条件。如此说成立，世界上恐怕从来就没有过“无条件最惠国”这个东西了。

    3．WTO作为国际法主体，是否叫“国际法人”。

    《建立WTO协定》第8条第1款对“WTO的地位”说了一句话：“WTO has legal personality”（WTO具有法律人格）。有个WTO的汉译本译作“WTO具有法人资格”。接着有的书在“前言”和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世界贸易组织”中，几次强调说：WTO在“法律上具备了健全的国际法人资格”是“完全独立的国际法人”，具有“独立的国际法人实体身份”等。这些说法值得商榷。

    WTO协定第8条这句话，几乎全文照抄自1946年的《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不论从英文原意和该公约汉译本，以及我国国际法论著的用语中，似乎都译作“具有法律人格”。这里的“具有法律人格”指的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指国际组织（从联合国WTO）具有法律行为能力，是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国际法的主体。“其行为直接受国际法秩序规定的那些人格者，就是国际法主体”。

    《奥本海国际法》解说，“主权国家是国际人格者”时说：“国际人格者的概念是从国际法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由于国际法是文明国家所认为的在彼此交往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总体”，那么属于这个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成员，就是“国际人格者”①。周鲠生《国际法》讲得更清楚：“国际人格者，国际法主体和国际社会成员，这三个名称同时并用，而其所指，都是国际法主体”②。国际法主体原来只限于主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扩展到包括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第104条规定：“本组织……享有执行其职务及实现其宗旨所必需的法律行为能力”。接着1946年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以“法律人格”作标题的第1条就说：“联合国具有法律人格，（WTO协定第8条那句话大概从这里抄来的）它具有行为能力以（a）缔结契约；（b）取得并处置动产和不动产；（c）从事法律诉讼”。1947年瑞士（非联合国会员）与联合国签订的协定中，承认“联合国的国际人格和法律上的权利能力”。这些说法所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是国际法主体。但这类主体的权利，比起主权国家来，并不“完全”，要受到许多限制。

    上引书中只讲WTO的“国际法人资格”，而全然不讲：“国际法人”指国际法主体，似乎有点舍本逐末。再者，“法人（legal person）是民事权利主体之一，与自然人相对，指按照法定程序设……并能以自己名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③把民法（私法）上的这个法律概念移植到国际公法上来，毕竟有点不伦不类。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我国的国际法论著一般均不采用。倒是有些外国国际法学者有这样的主张，“由于国际法上的条约而产生的那些纯粹是私法主体，必须与国际法主体区别开来，人们把这样由于条约而产生的私法主体称为‘国际法人’④。”

    致于该上引书中一再强调的WTO有“有健全的”、“完全独立的”国际法人“资格”与“实体身份”，不知准确用意所指。但有一点应指出：就WTO协定第8条共五款的规定而言，WTO的法律行为能力，比联合国要小些，该条第5款只规定了“WTO的缔结总部所在地协议”，比起联合国享有的广泛缔结协议的权利来，要小许多。

    4．司法解决和“仲裁”。

    对于WTO解决争端机制中的专家组判案与上诉机关终审这一整套程序，其性质是属《联合国宪章》第33条“争端之和平解决”所列的几种方式中的“仲裁”（arbitration）还是“司法解决”？我国新华社多次所发新闻稿中，均以“仲裁”相称。例如，去年3月2日日内瓦电：“根据欧洲联盟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2日同意成立一个专门小组（panel，专家组），对美国国内贸易中法‘301’条款的合法性进行审议和仲裁”。此稿后一部分还两次提到由“专门小组”作出“仲裁”。由此引起有些从经贸角度研究WTO的人士，许多书籍（包括新出版的）也都跟着把WTO的解决争端机制称作“仲裁机制”，我认为是一种误解。

    有些国际法常识的人都知道，仲裁与司法解决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所以产生“仲裁机制”的误解，或许这是由于WTO的解决争端机关（DSB）不叫法院或法庭，专家组与上诉机关的组成人员也不叫“法官”，吃不透它们的职能算不算“司法”而引起的，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将WTO的专家组裁决称作“仲裁”，则显然混淆了它与“司法解决”的界限。在国际法里，“仲裁”一般被称作“司法解决”之外的“另一种法律方法”。两者的不同，简明地说主要有两条：（1）仲裁是争端双方在完全自基础上由仲裁人作出裁决。这个“完全自愿”是彻底的，包括：自愿选择仲裁这个方式，自愿选择人（一般双方各推举一位仲裁人，再自愿协议产生主仲裁人），自愿确定要仲裁的争议问题和所适用的法律，自行接受裁决。“司法解决”指的是经过法院或法庭或司法机关。一般认为，WTO的专家组——上诉机关在职权性质上同样属于“司法”范畴。按WTO的程序，简明地说，争端双方60天协商或调解无效后，只要一方提出申诉，解决争端机关（DSB）就要设立专家组进行审理，不论另一方是否同意。专家组的职权是法定的，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WTO有关协议的条款规则。如一方对专家组裁决不服，可以上诉，上诉机关只管复审案件中的“法律问题的”和对WTO条款的“法律解释”。（2）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当事方必须遵守，没有上诉的问题。WTO的上诉机关（由七名成员组成），上诉裁决才是终局性的。

    还应指出：在WTO解决争端程序中，第25条专门规定“仲裁”作为专家组程序以外的“一项解决争端可供选择的手段”。但迄今尚未见到争端双方选择仲裁手段的案例。

5．“原则”并列引起的混乱。

    我读到的几本介绍WTO的书中，常用并列（或分割成）几条“原则”的方法来概括WTO内容，忽略了WTO整体结构和这些大小不等的“原则”在WTO实际运转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所具备的整体的论述，很容易在读者中引起混乱。例如，有本书中有这么一句话：“除贸易自由化原则外，世界组织还有更重要的原则——非歧视贸易原则、贸易稳定和可预见的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其实，贸易自由化是WTO的宗旨和预定要实现的目标，哪里还有比它“更重要的原则”？何况，所列几个“原则”与贸易自由化“原则”涉及不同的事情，根本不能或无法相比的。至于“贸易稳定和可预见的市场准原则”，我从未听说过，而“稳定和可预见性”，本来是概括法律或法制特征的惯用语，本文前段也曾提到，怎么忽然成了“贸易……原则”？令人十分费解。

    四、如何把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

    如何把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有“二元论”和“一元论”的争论，国际上对此并无章程可循，全靠各国宪法规定。一般说欧洲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具体办法不尽相同。大陆法系一般在条约经国会批准后，一俟政府公布，就可变成国内法的一部分，以荷兰和奥地利的做法最干脆。普通法系各国一般国会要通过一个与所批准条约相适应的单独立法。以1929年华沙（统一航空运输一些规则）公约为例，英国在批准的同时制定了1932年《航空运输法》除对华沙公约未作规定者，如航空事故中旅客死亡，亲属中谁有诉权等按本国传统作出规定外，还把公约（只有法文认证本）译本英语作为1932年法的附件。在后来的案件中，为以哪种文本为准，有过争论。美国国务院也公布了一个华沙公约的英译本，与英国译本有些不同，但美国法院坚持按美国译本作准。必要时才参照法文本。

    我国宪法对如何将我国批准的国际条约转为国内法一节，未作规定，人大常委对此也尚未形成一定体例，仅在《民法通则》中定了一条，遇有两者冲突时，优先适用国际规则。因为WTO整套规则干预到各国国内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如何将之变成国内法，供法院办案引用作为法律根据，就成为众所注目的焦点。据我所知，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整体地将WTO条约群的规定直接适用到国内生活；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就WTO各项内容，分别作国内立法。我认为这两种办法，似乎各有优点和缺点，但更为直接的是转化或溶化我国国内法时遇到的巨大障碍与难点。

大部分WTO成员的做法，是把WTO规则逐步地溶入本国法中。现实最需要的，是需要有一个精确的WTO汉译本。而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我国已参加的不少国际公约，汉译本都有一些译得不准确的问题，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目前我国对GATT和WTO汉译本中可商榷的地方也有不少。好歹中译本不具法律效力，仅供参考。

再者，入世会对我国司法工作提出了高标准要求。

    如本文第二段所说，WTO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很强的国际经济法特征，是一套全新法律体系，对司法部门来说，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

    我们知道，WTO条款中规定的东西（通称作“法律规则”），严格说来，并不全是作为行为规范的缜密而具体的原则(rule)，有相当一部分只表述了一种标准(standard)，提供了应遵循的一般指导原则或权衡尺度。规则是立法时预先(exante)订出来具的具体行为规范；而标准则要留待后来(ex post)在将之适用到具体案情时，通过司法解释这个环节，填补上“标准”到“规则”之间这段差距，完成把条款适用到案件这个全过程。由此看来，司法解释就成了创造性很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补偿”作用的一篇大文章。GATT与WTO在实践和案例中不乏这方面的活生生的例证。⑤
    正是有鉴于兹，WTO解决争端谅解（DSU）在第3条“总则”中，用专门一款作了一个著名的规定：要用“国际公法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来阐明”WTO各协议中的现有规则。所谓“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主要指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条约应按其条文用语的原意，按其上下文并参照其宗旨与目的，善意予以解释”的规定。而实际做起来，要对不同的或绝对相反的各种解释依理做出“补法”选择，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WTO解决争端机关（DSB）已审定的近百件案例（判词长者可以有10万字以上）就是生动写照。

    入世后，要我国司法界承担这个任务，是个巨大的挑战。不论从司法人员的素质，还是我国现在对WTO法律制度的研究现状来说，都尚有不少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WTO变成国内法，还需要有一个浩浩荡荡的执法队伍，不仅需要法院对行政活动的司法审查法官，还需有一大批通晓WTO的法律工作者队伍，诸如法官、律师、法律顾问、专家学者，大学要设立专业。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部WTO法律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员，中国法学会世贸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专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为该领域权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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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2000年第1版）第335-339页关于GATT1994第20条“所必需者”等段；第438-440页，对“澳大利亚化肥补贴案”和“油料籽案”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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